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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包容性发展？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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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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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包容性发展是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增长方式。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走深走实，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迅速发展，对于引领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国际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AidData中国对

外援助项目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

明，中国援助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公共支出水平与居

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官

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且集中于“一路”国家、较

低制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作用兼具短期

与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全面评价中国国际援助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促进双边互利共赢提供了经验

证据与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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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

理当中，尤其表现在中国对外援助事业中，在发展中国家间形成日益紧密的援助合作关系，为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带来经济发展机遇。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中国不断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国

际援助计划，使对外援助惠及所有发展中国家，旨在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经

济包容性发展，这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发展瓶颈和缩小发展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

彰显大国担当（白云真，2015）。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包容性增长”作为新的发展命

题，其核心内容在于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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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15年中国为南南合作基金提供了首期20亿美元的计划，用于支持发展中

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促进包容性发展。可见，中国对外援助的目的在于帮助受

援经济体实现合作减贫与民生改善，增强当地经济发展能力，实现以包容性为特征的经济增

长。与此同时，基于包容性发展的现实需要，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融入

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合作发展与共同繁荣，带来了重要战略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不仅

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且已处于积极实践和稳步推进的过

程中，即中国正在为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而作出重大努力。2017年，

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中国宣布向沿线国家提供600亿元用于民生改善项目，涵盖了合作减

贫、贸易促进、产业发展、粮食援助等包容性发展领域。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要深化农业、卫生、减灾、水资源等领域合作，同联合国在发展领

域加强合作，努力缩小发展差距。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并基于南南合作框架，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援助与投资，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发

展互利共赢，这一符合包容性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内涵，对于促进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中国对外援助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起相关舆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

对外援助的质疑。一方面，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主要在于“一带一路”究竟是提供

公共产品的国际合作倡议还是侧重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国家战略（黄河，2015）。部分舆论认

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在于依托于经济国际化加强和展示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认为“一带一

路”是获取地缘优势政治优势的重要方面（金玲，2015），从而导致一些国家存在抵制态度。另一

方面，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援助不利于受援国当地发展。例如，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对外援

助旨在获取当地的丰富资源，不仅没有刺激受援国经济发展，而且加剧了受援国的腐败水平

（Berthelemy，2011；Isaksson和Kotsadam，2018）。应当看到，以上理解可能出于认识论方面的原

因，涉及观察和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对外援助的视角与方法问题，存在着认识的片面

性与全面性的差异。实际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多受制于基础设施建设困境，然而由于基

础设施固有的投资风险，并未受到发达国家资本的青睐（林毅夫和王燕，2016），导致大多发展

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陷阱”中，从而难以推动自发性的包容性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

国国际援助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较强产出能力与比较优势，与沿线国家的需求相契合，弥补

了发展中国家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同时为沿线国家带来就业机会与收入状况提升，使得

推动包容性发展成为可能。

基于此，本文构建包含外来援助的内生增长模型，以分析援助对受援国福利水平的作用，

并基于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实证分析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

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公

共支出水平与居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

用主要体现在官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且集中

于“一路”国家、较低制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

的作用兼具短期与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系统评估中国国际援助对受援国的包容性发

展效应，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有关中国援助效果分析的研究内容，而且也从政策层面进

一步丰富了“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援助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经济产出和包

容性维度纳入统一测量框架构建区域包容性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有效反映区域包容性发展

的实际经济状况，为包容性发展的识别研究提供了具有操作性和应用性的测量方式与数据支

撑。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从资本生产率、公共支出水平、居民消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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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研究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考察中国国际援助的长短期作用，为深

化中国援助事业，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惠及沿线国家提供实证支持与政策启示。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一）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已广泛研究发达国家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但学术界对此的评价结果

莫衷一是。一方面，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通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国际援助可以有效增加受援

经济体的资本积累，改善资金供给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滞后，进而使受援经济体实现经济发

展（Hansen和Trap，2000），即“援助—增长理论假说”的核心观点。部分学者也验证了国际援助

对受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但受援经济体的制度环境是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Collier和
Dollar，2001）。另一方面，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国际援助导致资本要素结

构错配，抑制了当地经济发展（Griffin和Enos，1970）。部分学者采用准自然实验也验证了国际

援助对受援经济体的抑制作用，未能实现援助国的经济期望（Bulte等，2018）。此外，部分文献

认为，过度援助的经济作用适得其反（Ali和Isse，2005）。随着援助规模扩大，受援经济体的寻租

行为增加，从而抑制了国际援助的经济作用（Economides等，2008）。自2000年以来，以中国为代

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兴起，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前，关于中国援助对受援经

济体的经济影响仍存在较大争议。一方面，中国援助可以促进非洲国家贸易出口、工业发展与

经济增长（Liu和Tang，2018；朱玮玮等，2018；孙楚仁等，2019；徐丽鹤等，2020），有助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减贫工作（张原，2018），减少受援经济体的地区冲突（李嘉楠等，2021）。另一方

面，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援助提升了受援经济体制度性腐败，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Isaksson和
Kotsadam，2018）。一些学者采用案例分析法发现，中国的部分基建援助项目存在资源浪费、劳

工管理不当、资金停滞等问题（Hensengerth，2018；Chen和Landry，2018）。上述文献为研究中国

援助与受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益探讨，但现有文献主要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地区

冲突、民生等方面探讨国际援助的经济影响，少有研究直接识别中国对外援助与包容性发展的

关系。

2007年亚洲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发展”，主要关注以收入差距为目的的包容性发展。当

前，国内外学界尚未形成关于包容性发展的统一内涵与基本框架。关于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内涵

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第一，基于世界银行的定义，包容性发展属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The World Bank，2000）。第二，部分学者认为包容性发展是益贫式增长的重要内容

（Ravallion和Chen，2003）。第三，根据亚洲银行的延伸内涵，包容性发展的特征在于经济机会的

平等性与普惠性（Anand等，2013）。综上而言，经济包容性发展必须包含两个目标，一个是经济

增长，另一个则是包容性。以此为基础，已有相关文献主要从城乡差距、收入分配等方面实证考

察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因素（Zhuang，2008；Viswanathan等，2012）。当前，已有部分文献研究国际

援助对民生发展（Asongu和Nwachukwu，2017，2018）、收入不平等（Chong等，2009；Herzer和
Nunnenkamp，2012）、教育与终身学习（Asongu和Tchamyou，2019）等因素的影响。上述文献与

本研究在出发点上比较接近，他们也强调国际援助对包容性发展的影响，从人类发展指数、收

入分配、教育水平等方面验证了国际援助的影响，但是现有测量指标忽略了经济发展和公共产

品的内容，也未将“包容性”和“经济增长”纳入统一考量范围，难以全面反映包容性发展水平。

本文采用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从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内涵出发，将经济产出

和包容性维度纳入统一测量框架，以期可以有效反映区域包容性发展的实际经济状况，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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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国际援助与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之间的关联。

（二）理论机制分析

本文借鉴Easterly（1999）、冯凯等（2021）的做法，构建包含外来援助的内生增长模型，以分

析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福利水平的作用。假设受援经济体由无数个无限期存活的家庭与本国政

府构成，家庭与政府具有同质性。假定代表性家庭消费C并获得正向效用，且跨期替代弹性恒

定，本国政府获取援助资金并提供公共产品。设定受援国效用最大化目标函数为：

M ax
Z +1

0
U(C)e¡½t dt

U(C)=
¡
C 1¡¾ ¡ 1

¢
= (1¡ ¾)

（1）

其中，参数σ代表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参数ρ代表折现率。参考Barro（1990）的做法，设

定受援经济体的生产函数Y为：

Y=A K ®G1¡® （2）

¢
K

其中，A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家庭资本存量，G代表受援国给予家庭的公共支出。根据柯布—道

格拉斯函数的特征，函数Y的生产规模不变，参数α满足0<α<1。其中，家庭收入与转移支付对家

庭资本存量K有提高作用，而税收、消费与折旧有降低作用。基于此，受援经济体的家庭约束函

数 可以设定为：
¢

K =(1¡ ¿) Y ¡ C ¡ (±+n)K+Z （3）

其中，参数τ代表税率，参数δ代表资本折旧率，参数n代表人口增长率，参数Z代表家庭可获取的

转移支付类援助。本文借鉴Chatterjee等（2003）的做法，设定受援国政府获得的总援助R占其本

国 GDP 的比例为φ，满足：
'=R=Y （4）

假定用于生产与公共支出等非转移支付类援助的比例为v，用于家庭转移支付类援助的比

例为（1-v），用于公共支出类援助的比例为m，用于非公共支出类援助的比例为（1-m）。

因此，生产援助M可以设定为：
M=(1¡ m ) vR （5）

转移支付类援助Z可以设定为：
Z=(1¡ v)R （6）

本国政府公共支出G可以设定为：
G=¿Y+m vR （7）

综合式（2）与式（7）可计算出生产与资本的比值Y/K以及公共支出与资本的比值G/K分

别为：
Y
K
=A

1
® (¿+m v')

1¡®
® （8）

G
K
=A

1
® (¿+m v')

1
® （9）

可得，家庭最优消费路径和资本K的最优路径分别为：
¢

C
C
=
1
¾

h
® (1¡ ¿)A

1
® (¿+m v')

1¡®
® ¡ (½¡ ±¡ n)

i
´ ´C （10）

¢
K
K
= [(1¡ ¿)+' (1¡ v)]A

1
® [¿+m v']

1¡®
® ¡ (±+n)¡ C

K
（11）

 

56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5卷第5期）



¢
Â

¢
C
C
¡

¢
K
K
=0

其中，ηC代表消费增长率，τ为税率。本文参考Barro（1990）的研究思路，设定转换变量χ=C/K。当

=0时，即 ，达到经济稳态均衡，可得：

eÂ= h(1¡ ¿)
³
1¡ ®

¾

´
+' (1¡ v)

i
A

1
® [¿+m v']

1¡®
® +

½¡ (1+¾) (±+n)
¾

（12）

由于资本增长率ηK与生产增长率ηY恒定，均衡时的增长率η为：

´=´C=´K=´Y=
1
¾

h
® (1¡ ¿)A

1
® (¿+m v')

1¡®
® ¡ (½¡ ±¡ n)

i
（13）

同时，分别对总援助占比φ、非转移支付类援助比例v、公共支出类援助比例m求导数，

可得：
@´

@Á
=
1
¾
(1¡ ®) (1¡ ¿)m vA

1
® [¿+m v']

1¡2®
® 0 （14）

@´

@v
=
1
¾
(1¡ ®) (1¡ ¿)m'A

1
® [¿+m v']

1¡2®
® 0 （15）

@´

@m
=
1
¾
(1¡ ®) (1¡ ¿) v'A

1
® [¿+m v']

1¡2®
® 0 （16）

可见，式（14）表明，援助资金的增加，推动受援经济体的均衡增长率上升，即对外援助可以

促进受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提升。式（15）与式（16）均表明了非转移支付类援

助与公共支出类援助均能有效提升受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但其作用渠道具有异质性。非转移

支付类援助主要通过增加生产与资本的比值和公共支出与资本的比值，从而提升受援经济体

公共支出水平，实现经济增长；公共支出类援助则直接提升受援经济体的公共支出水平，提升

经济增长水平。

参考Greiner（1998）的做法，设定受援经济体的初始消费为C0，初始资本存量为K0，则消费

函数为：

Ct=C0e½t （17）

联立式（14）与式（17），可得：

C0

K 0
=
[(1¡ ¿)+'(1¡ v)] [¾´+(½¡ ±¡ n)]

(1¡ ¿)®
¡ (±+n)¡ ´

C0=
B

(1¡ ¿)®
K 0

B= [(1¡ ¿)(¾¡ ®)+(1¡ v)¾'] ´+f(½¡ ±¡ n) [1¡ ¿+(1¡ v)']¡ ®(1¡ ¿)(±+n)g

（18）

为了简化计算过程，本文参考Shieh等（2002）的方法，取σ=1，则式（1）中效用函数可以改写

为：U（C）=lnC。因此，受援经济体福利最优函数为：

M ax W=
Z +1

0
(lnC0+´t)e¡½t dt=

1
½
(lnC0)+

´

½2
（19）

上式基于总援助占比参数φ、非转移支付类援助比例v、公共支出类援助比例m求导可得：
@W
@'

=
1
½

1
C0

@C0

@'
+

1
½2

@´

@'
=
(1¡ v)(´+½¡ ±¡ n)

½B
+D

@´

@'
> 0 （20）

@W
@v
=
1
½

1
C0

@C0

@v
+

1
½2

@´

@v
=
¡'(´+½¡ ±¡ n)

½B
+D

@´

@v
<> 0 （21）

@W
@m

=
1
½

1
C0

@C0

@m
+

1
½2

@´

@m
> 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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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v)'+(1¡ ¿)(1¡ ®)

½B
+ 1

½2 > 0其中，参数D满足 。

综上，式（20）表明了整体上受援经济体获得的援助与福利水平相关。式（21）表明了非转移

支付类援助的提高，一方面促进资本存量增加，促进福利水平提升，但也会导致初始消费水平

下降，不利于改善福利水平。因此，非转移支付类援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式（22）表明了公共

支出类援助有助于改善受援经济体福利水平。总结而言，整体上援助对受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与福利水平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即对“经济发展”与“包容性”存在积极效应。具体分援助类型

来说，非转移支付类援助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但对福利水平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共支出

类援助对经济增长与福利水平均存在积极作用。因此，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假设1：中国援助有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

假设2：中国援助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存量、公共支出水平和消费水平，进而影响沿线国家的

包容性发展。

三、  研究设计

（一）基准模型设定

本文的核心研究目的在于考察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具体

模型设定如下：

Yi;t=¯1+¯2A id PR Ci;t¡1+¯3A id Otheri;t¡1+¯
0
X i;t+±i+´t+"i;t （23）

其中，Y为本文被解释变量，代表沿线国家i在t年的包容性发展水平。Aid_PRC为中国对沿线国

家的援助总额。由于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可能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援助的影响，因此

本文引入其他国家对沿线国家的援助总额Aid_Other进行控制，包括世界银行、欧盟、美国、日

本等主要援助来源地。鉴于对外援助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影响需要一定过程，同时考虑到

逆向因果关系对估计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援助变量均以滞后一期进行衡量。X代表国家层面

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制度环境（Ins）、经济环境（Rgdp）、基础设施建设（Infr）、教育支出

水平（Edu）、人口密度（Den）、金融发展水平（Fina）、贸易开放度（Tra）、外商投资（Fdi）。δi和ηt分

别代表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测量

本文以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观测样本，时间跨度为2000—2017年。本文使用

的数据主要为美国威廉玛丽学院AidData数据库、OECD-DAC援助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等。

1.包容性发展（Y）。当前，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同时将经济产出

和包容性维度纳入统一测量框架，可以有效反映区域包容性发展的实际经济状况，已逐渐广泛

用于包容性发展的测量中。本文参考陈红蕾和覃伟芳（2014）的经验方法，构建全域Malmquist-
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以刻画包容性发展水平。其中，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能源投入、绿色发展、就业平等以及经济非均衡性纳入测量范围。以沿线国家的资本存量、劳动

人数、能源投入作为投入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平等为期望产出，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经

济非均衡性为非期望产出。其中，包容性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发展效率，而且包含经济发展平等，

其初衷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以及参与经济机会的平等增长，因此

本文一方面将就业机会参与的平等性作为期望产出，以劳动力参与率衡量；另一方面将沿线国

家的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纳入考量，采用OECD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与沿线国家的比值对经济

发展非均衡性进行衡量。资本投入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衡量；能源投入采用石油、天然气、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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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的消费量衡量。

2.中国对外援助（Aid_PRC）。中国对外援助数据来源于美国威廉玛丽学院AidData数据库，

该数据库包含2000—2017年中国对亚太地区、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援助项目，

并包含了受援国家与地区、援助金额、援助部门、援助类型等相关信息，已被学界广泛用于中国

对外援助的经济研究中（董艳和樊此君，2016；Isaksson和Kotsadam，2018）。基于此，本文采用该

数据库用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在援助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本文参考孙焱林和覃飞

（2018）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选择方法，在删除数据指标缺失较多的样本后，选择57个沿

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存在多个受援经济体的援助项目后，共获得2 487条中国对沿线

国家的援助项目信息。其次，对援助金额按国家、年份进行加总，形成“国家—年份”形式的中国

对外援助面板数据。本文参考余壮雄等（2021）的做法，以沿线国家获得援助的金额对数形式衡

量对外援助，未获得援助的沿线国家取值为0。
3.控制变量。（1）其他国家对外援助，具体包括世界银行（Aid_WB）、欧盟（Aid_EUI）、美国

（Aid_USA）和日本（Aid_JPN），数据来源于OECD-DAC援助数据库。（2）制度环境（Ins），以世界

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报告》的六大指标均值衡量。（3）经济环境（Rgdp），以沿线国家国内生产

总值的人均值衡量，并进行对数化。（4）基础设施建设（Infr），以沿线国家使用移动网络的用户

数（每万人）衡量。（5）教育支出水平（Edu），以沿线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衡量。（6）人口密度（Den），以沿线国家每公里土地面积人数衡量，并进行对数化处理。（7）金融

发展水平（Fina），以沿线国家私营部门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8）贸易开放度

（Tra），以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9）外商投资（Fdi），以沿线国家

外商投资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表1根据行业分布统计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及其金额。可以发现，中

国对沿线国家的累计援助金额达7 052.23亿美元，涉及2 487个援助项目。援助项目与援助金额

存在一定的行业结构性差异，就援助数量而言，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集中于经济基础设施与

社会基础设施，分别占总援助项目的30.28%和29.75%；就援助金额而言，则集中于经济基础设

施与跨部门，分别占总援助金额的42.79%和27.40%。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援助项目主要集中于沿线国家的民生社会与经济发展建设，但其中由于经济基础建设与

跨部门建设往往以大型基建项目作为援助基础，如能源开发、交通与通信建设、环保投入等，因

此援助金额更为集中于经济发展方面。

进一步地，本文绘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援助金额与包容性发展水平的年度趋

势图（见图1），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金额呈现波动上升

趋势，于2009年援助金额跨越式上升，之后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沿线国家包容性发

展水平同样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于2006年到达低谷后迅速反弹，并波动上升。整体而言，对沿线

国家的援助金额与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本文将

通过严谨的计量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验证。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展示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中国对外援助具有正向的包容性发展效应，且

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这说明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有效促进了沿

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改善了当地的福利水平。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南南合作框架

下，中国对外援助有力推动了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有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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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对外援助方式优化，中国援助将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与福利改善，并为沿线国家提供了经济全球化参与的机会，为沿线国家经济内生发展提供更多

表 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及其金额的行业分布

援助项目数量 援助项目数量占比 援助金额（亿美元） 援助金额占比
经济基础设施 753 30.28% 3 017.32 42.79%
运输和仓储 312 12.55% 1 035.21 14.68%

通讯 89 3.58% 256.41 3.64%
能源生产和供应 281 11.30% 1 457.59 20.67%
银行和金融服务 38 1.53% 162.00 2.30%

商业服务 33 1.33% 106.11 1.50%
社会基础设施 740 29.75% 321.92 4.56%

教育 283 11.38% 14.15 0.20%
健康 126 5.07% 35.35 0.50%

人口和生育计划 − − − −
供水和卫生设施 38 1.53% 35.74 0.51%
政府和民间社会 188 7.56% 18.52 0.26%

其他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 105 4.22% 218.16 3.09%
跨部门 175 7.04% 1 932.00 27.40%

环境保护 15 0.60% 1.92 0.03%
其他 160 6.43% 1 930.07 27.37%

商品/一般项目 31 1.25% 44.52 0.63%
一般预算支持 13 0.52% 42.57 0.60%

粮食援助 14 0.56% 0.16 0.00%
其他援助 4 0.16% 1.79 0.03%
生产部门 315 12.67% 1 092.78 15.50%

农林业和渔业 96 3.86% 69.92 0.99%
工业、矿业和建筑业 199 8.00% 990.51 14.05%

贸易和旅游 20 0.80% 32.35 0.46%
人道主义 473 19.02% 643.71 9.13%
应急援助 296 11.90% 24.18 0.34%

重建与恢复 7 0.28% 5.17 0.07%
防灾与备灾 − − − −
债务相关 18 0.72% 16.71 0.24%
未分类 152 6.11% 597.64 8.47%
总计 2 487 100.00% 7 052.23 100.00%

　　注：由于“妇女发展问题”及“对非政府和政府组织的援助”占比较低，因此归类于“政府与民间社
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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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金额与包容性发展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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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从而实现援助国与受援国互惠共赢。假设1得以验证。

其他国家的援助（世界银行、欧盟、美国、日本）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并不具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这可能的原因在于，上述国家和地区为发达地区，其主要通过输出自身优势展开援助，

如服务业领域、金融等不可贸易产业方面，可能对经济包容性发展不具有直接作用。中国主要

通过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要的援助形式，对当地经济发展、就业创造、居民生活具有更为明显

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对外援助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更为明显的包容性特征。这意味着，针对

当地实际经济发展需求，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

（二）异质性检验

1.援助资金类型异质性。本文将援助资金类型分为官方发展援助（ODA）、其他官方资金

（OOF）、混合方式的一揽子援助（VAGUE）等三种援助方式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第（1）至（3）列
所示，官方发展援助（L.ODA）与一揽子援助（L.VAGUE）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其他官方资金

（L.OOF）的系数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和一揽子援助有助于推动沿线国家的

包容性发展，而非官方援助的作用不明显。这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主要以经济

发展援助为主要目的，有助于提升受援经济体的民生发展与自主发展功能，提升沿线国家的经

济参与水平，提高沿线国家的经济“造血”能力。

2.援助项目类型异质性。本文参考徐丽鹤等（2020）的分类方法，将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进行

归类。一是，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包括交通运输、通信、能源生产、银行及金融服务等项目，这属

于本文理论分析所认为的公共基础设施援助。二是，社会基础设施援助，包括教育、医疗、人口

政策、水供给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生产性援助。三是，非转移支付类援助，即除社会基础设施类

援助外的援助项目。表3第（4）至（6）列为援助项目类型的异质性检验，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与非

转移支付类援助有助于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而社会基础设施的作用不明显。究其原因，

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信、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对当地就业岗位创造与居

民收入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从而对包容性发展的直接效应较强。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教育与医

疗等，虽然对提升沿线国家人力资本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作用显现需要一定的过程，因此短期

内对包容性发展的影响较小。

表 2    基准回归

（1） （2） （3） （4）
L.Aid_PRC 0.0025** 0.0020** 0.0022** 0.0018*

（0.001） （0.001） （0.001） （0.001）
L.Aid_WB 0.0010 0.0006 0.0010 0.0005

（0.001） （0.001） （0.001） （0.001）
L.Aid_EUI −0.0020 −0.0020 −0.0020 −0.0020

（0.002） （0.002） （0.002） （0.002）
L.Aid_USA 0.0026* 0.0024 0.0023 0.0021

（0.001） （0.001） （0.001） （0.001）
L.Aid_JPN 0.0008 0.0005 0.0011 0.0008

（0.001） （0.001） （0.001） （0.001）
控制变量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N N Y Y
时间固定效应 N Y N Y

N 969 969 969 969
R2 0.237 0.247 0.247 0.258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0，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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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理区位与经济制度异质性。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包含“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两者在地理区位、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较大

的差异性，可能具有较大异质性影响。本文借鉴陈万灵和何传添（2014）的思路将样本分为“新
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国家）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路”国家），设置“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虚拟变量（BRI），并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虚拟变量与核心解

释变量的交互项进行检验（B R I ×L .A i d _ P R C ） 。结果如表 4第（ 1 ）列所示，交互项

BRI×L.Aid_PRC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中国对外援助的包容性发展效应主要集中于“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究其原因，“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中发达国家较多，因此可能

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包容性发展效应不明显。这需要进一步推动“惠民生”特征的对外援助方

式深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是，由于不同沿线国家之间存在制度环境异质性，从而可能导

致中国对外援助的包容性发展存在差异性。本文构建沿线国家制度环境（Ins）与核心解释变量

的交互项（Ins×L.Aid_PRC）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如表4第（2）列所示，交互项Ins×L.Aid_PRC的系

数显著为负，说明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包容性发展效应集中于较低制度环境水平的受援经济体

中。较低制度环境的沿线国家往往存在较低的投资回报率与制度性壁垒，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

局势复杂和投资不确定性，但中国援助对此类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

这需要进一步加快与沿线国家的制度性配套设施对接，深化双边的援助项目协调，利用对外援

助促进当地营商环境发展，充分发挥援助资金对沿线国家当地的经济效应。三是，本文根据世

表 3    援助资金类型与援助项目类型异质性检验

（1） （2） （3） （4） （5） （6）
援助资金类型 援助项目类型

官方发展援助 其他官方资金 混合援助 经济基础设施 社会基础设施 非转移支付类
L.ODA 0.0030***

（0.001）
L.OOF 0.0009

（0.001）
L.VAGUE 0.0020*

（0.001）
L.EcoAid 0.0028***

（0.001）
L.SocAid 0.0009

（0.002）
L.PubAid 0.0029***

（0.001）
L.Aid_WB 0.0012 0.0010 0.0011 0.0010 0.0012 0.001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L.Aid_EUI −0.0029 −0.0018 −0.0018 −0.0019 −0.0019 −0.0019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L.Aid_USA 0.0023 0.0022 0.0023 0.0023 0.0023 0.002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1）
L.Aid_JPN 0.0009 0.0009 0.0008 0.0010 0.0009 0.0008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N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R2 0.232 0.241 0.234 0.240 0.232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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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银行的收入标准，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与中低收入及低收入三类国家，并相应构建虚拟变

量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如表4第（3）至（5）列所示，可以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主要对中低收入及低

收入国家的包容性发展效应最强，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援助有助于改善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

发展与福利水平，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
 

表 4    地理区位与经济制度发展异质性

（1） （2） （3） （4） （5）
地理区位 制度发展 高收入 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及低收入

L.Aid_PRC −0.0019* −0.0016 0.0011 0.0026** −0.0009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BRI×L.Aid_PRC 0.0083***

（0.001）
Ins×L.Aid_PRC −0.0070***

（0.002）
HS×L.Aid_PRC 0.0037*

（0.002）
MHS×L.Aid_PRC −0.0018

（0.002）
MLS×L.Aid_PRC 0.0059***

（0.001）
L.Aid_WB 0.0014 0.0004 0.0003 0.0001 0.000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L.Aid_EUI −0.0012 −0.0018 −0.0016 −0.0015 −0.001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L.Aid_USA 0.0021 0.0023 0.0023 0.0023 0.002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L.Aid_JPN −0.0005 0.0011 0.0007 0.0007 0.0008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控制变量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N 969 969 969 969 969
R2 0.293 0.276 0.262 0.282 0.275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变量。为了避免测量误差的问题，本文重新对基准回归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

量进行重新测量，以验证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一是，本文分别构建中国援助哑变量，以及世

界银行、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援助来源地的援助哑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实证结果如

表5第（1）列所示。二是，采用中国的援助项目数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

表5第（2）列所示。三是，一国居民收入分配是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当前文献衡量经济

体包容性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因此，本文采用沿线国家国民总收入的人均值作为被解释变

量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5第（3）列所示。经过上述替换核心变量的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

成立。

2.其他稳健性检验。本文还进行了如下一系列检验。一是，内生性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影响中国对外援助的决策，即存在逆向因果问题。基于此，本文参考

冯凯等（2021）的做法，构建2000—2017年中国粗钢产量（百万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

援助概率的交互项（Steel）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工具变量法检验，数据来源于世界钢铁统

计年鉴。一方面，中国粗钢产量是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投入的重要体现，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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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决策行为（Dreher等，2021）。这是因为，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与资金投入主要以

大型援助项目为主，涉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项目等建筑类项目，

中国粗钢产量的增加会推动以基础设施援助为目的的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Nunn和Qian，
2014），满足相关性。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与发展经济学中的供给冲击型工具变量较为类似，即

是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对中国产能冲击的差异以确定中国对外援助对包容性发展的影

响。另一方面，中国的钢铁产量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一般不存在重要的显著性影响（Bun和
Harrison，2019），满足排他性。实证结果如表5第（4）（5）列所示，第（4）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Steel）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中国钢铁产量对中国对外援助具有正向作用，验证了

相关性，且F检验大于临界值，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5）列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核心解

释变量依然显著为正，说明了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二是，考虑到部分“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未接受过中国援助，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剔除样本期内始终未有接

受中国援助项目的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波兰、不丹、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希腊、新加坡、匈牙利、巴林、科威特。实证结果如表5第（6）列所示，结论依然稳

健。三是，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

乘法（FGLS）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5第（7）列所示，结果依然稳健。四是，本文对连续变量前

后5%缩尾处理以排除异常值影响。实证结果如表5第（8）列所示，可见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 5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7） （8）
援助哑变量 援助数量项目 人均国民收入 工具变量法 样本剔除 FGLS 缩尾法

Steel 0.0084***

（0.001）
L.Aid_PRC 0.0034* 0.0982* 0.0108*** 0.0021** 0.0025** 0.0018*

（0.002） （0.053） （0.002） （0.001） （0.001） （0.001）
L.Aid_WB 0.0010 −0.0268 −0.0251 0.0001 0.0010 0.0009* 0.0005

（0.001） （0.074） （0.046） （0.001） （0.001） （0.000） （0.001）
L.Aid_EUI −0.0015 −0.1771* 0.0102 −0.0023 −0.0038* −0.0008 −0.0020

（0.002） （0.106） （0.065） （0.002） （0.002） （0.001） （0.002）
L.Aid_USA 0.0023 −0.1518** −0.0440 0.0018 0.0029 −0.0014** 0.0021

（0.001） （0.073） （0.053） （0.002） （0.002） （0.001） （0.001）
L.Aid_JPN 0.0010 0.0777* −0.0014 0.0003 0.0013 0.0006 0.0008

（0.001） （0.0543） （0.043） （0.001） （0.001） （0.001） （0.001）
Aid_PRCd 0.0082**

（0.004）
Aid_WBd 0.0041

（0.009）
Aid_EUId −0.0033

（0.010）
Aid_USAd −0.0104

（0.008）
Aid_JPNd −0.0051

（0.007）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N 969 969 969 969 969 731 969 969
R2 0.256 0.246 0.523 0.247 0.186 0.317 − 0.258

F-stat − − − 357.3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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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制检验与拓展检验

（一）机制检验

通过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主要通过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

生产率、公共支出水平，以及居民消费效用影响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因此，本文构建以下计

量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IM i;t=®1+®2A id PR Ci;t¡1+®3A id Otheri;t¡1+®
0
X i;t+±i+´t+"i;t （24）

Yi;t=½1+½2A id PR Ci;t¡1+½3IM i;t+½4A id Otheri;t¡1+½
0
X i;t+±i+´t+"i;t （25）

其中，IMi,t代表机制变量，包括资本生产率、公共支出水平、居民消费效用。其中，资本生产率采

用沿线国家GDP与资本存量的比值衡量，公共支出水平采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与资本存量的

比值衡量、居民消费效用采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值衡量，其中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

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佩恩表（PWT）。机制检验的步骤如下：首先，验证中国对外援助有助于

推动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这一结论已在基准回归得以验证。其次，对式（24）进行回归，若回归

参数α2显著为正，则说明中国援助对机制变量IM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最后，对式（25）进行回

归，若回归参数ρ3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该机制变量是影响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

的重要渠道。

机制效用检验的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第（1）（2）列为资本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第（3）（4）
列为公共支出水平机制检验结果，第（5）（6）列为居民消费效用机制检验结果。第（3）列和第（5）
列显示中国对外援助（L.Aid_PRC）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中国对外援助有助于提升“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公共支出—资本比，以及居民消费水平，表现为增加沿线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

以及提高居民消费支出。第（4）和（6）列在引入机制变量后，机制变量（IM）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了中国对外援助主要通过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支出水平和居民消费效应，进

而促进包容性发展。这与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假设2较为一致。
 

表 6    机制效应检验

（1） （2） （3） （4） （5） （6）
产出—资本比 公共支出—资本比 居民消费支出占比

L.Aid_PRC 0.0919 0.0018* 0.0041** 0.0016* 0.0043** 0.0017*

（0.067）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IM 0.0047*** 0.1021*** 0.0286*

（0.001） （0.018） （0.016）
L.Aid_WB −0.0503 0.0007 −0.0038** 0.0010 0.0028 0.0007

（0.048） （0.001） （0.002） （0.001） （0.003） （0.001）
L.Aid_EUI 0.0560 −0.0022 0.0025 −0.0050** 0.0063* −0.0036*

（0.070） （0.002） （0.002） （0.002） （0.004） （0.002）
L.Aid_USA 0.0214 0.0020 0.0026 0.0028* 0.0065*** 0.0026*

（0.040） （0.001） （0.002） （0.002） （0.003） （0.002）
L.Aid_JPN 0.0996 0.0003 0.0022 0.0002 −0.0037 0.0006

（0.061） （0.001） （0.002） （0.001） （0.003） （0.001）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N 969 969 884 884 969 969
R2 0.427 0.270 0.457 0.293 0.414 0.268

 
 

（二）拓展检验

前文检验了中国国际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一个合理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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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际援助的不断发展，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如何？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尝试延长样本与变量的时间跨度，采用2000—2019年的控制变量以及

相应地重新测量包容性发展指标，并分别构建中国对外援助总额（Aid_PRC）的滞后0期至19期
的变量，相应地构建其他主要援助来源地的滞后变量进行回归检验，以考察中国对外援助对沿

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长期与短期作用。

图2展现了解释变量（Aid_PRC）在滞

后0期至19期的估计系数，其中纵轴为估计

系数值及其对应显著性水平为90%的置信

区间，横轴为对外援助的滞后期数。可以发

现：一是，从短期效应来看，中国援助的包

容性发展效应在沿线国家接受中国援助的

第2年至第6年（即滞后1期至5期）表现显

著，并在第7年回落。这意味着中国援助对

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的短期促

进作用，说明中国国际援助在短期内可以

有效促进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水平提升。二是，从长期效应而言，中国援助的包容性发展作

用主要集中于沿线国家接受中国援助后的第9年至11年（即滞后8期至10期），意味着中国援助

具有一定的长期作用，可以为沿线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三是，从估计系数大小而

言，中国国际援助的作用虽然兼具长短期作用，但其短期效应普遍高于长期效应，表明中国国

际援助需更为注重其对受援国的长期作用，建立和完善监督和评估机制，加强与其他援助国的

协调与合作，改革和创新援助方式，充分发挥援助资金对受援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用。

六、  结　论

本文基于包容性发展的视角，采用2000—2017年中国对外援助数据考察中国援助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具

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援助资金与援助项目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主要

体现在官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非转移支付类援助。地理区位和经济制

度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包容性发展作用集中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较低制

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机制检验发现，中国援助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

公共支出水平和居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

作用具有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普遍高于长期效应。本文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后依然成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主要以提升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的，为促进

沿线国家经济包容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有益帮助。

本文研究为深化中国对外援助方式，推动双边合作互利共赢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含义。第

一，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开展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外援

助通过提高沿线国家的公共支出投入水平和居民消费效用，进而促进包容性发展。应进一步提

升中国对外援助结构合理度，科学制定对外援助方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平等多元、互利共

赢、共商共建的平台和机制，充分发挥援助项目对受援经济体的经济包容性发展作用。第二，动

态改进对外援助结构，提升对外援助水平。当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主要

集中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对沿线国家的民生发展、福利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往往面临更

0.010

0.005

0

0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141516171819

−0.005

 
图 2    中国国际援助的长期与短期效应

 

66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5卷第5期）



多投资风险。一方面，共同完善中国与受援经济体的制度性配套设施，共同提升贸易投资便利

化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减贫工作等民生投

入，增强援助项目对受援经济体经济社会的内生增长能力。第三，遵循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

则开展对外援助，改革优化国际援助方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援助在帮助受援国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的同时，可以有效带动中国优质产品、先进技术、行业标准“走出去”。因此，需继

续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原则，力所能及地为有需要的沿线国家提供不

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以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全方位

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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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ith the expansion of its global economic influence,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ctively involved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in foreign aid cause, forming an
increasingly close ai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bringing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dvocated by China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s based on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ramework.
It provides assistance and investment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promotes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is meets the needs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inclusive development. However,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discusse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foreign aid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ic growth, regional conflicts,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hile
ign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foreign aid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including foreign aid to analyze the role of aid
in the welfare level of recipient countries,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ole of China’s aid in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China’s foreign aid project data
from Aid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aid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it plays a role mainly by improving the public expenditure
level and resident consumption effectivenes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eterogeneity tests
find that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role of China’s aid to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mainly
reflected in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ackage ai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assistance, and non-
transfer payment assistance, and is concentrated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ad”, countries with a low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level, and countries with low- and middle-income. Extensive tests show that
China’s aid has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and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latter.

The possible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it
systematically evaluates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effect of China’s foreign aid on recipient countries,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China’s aid effect analysis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also further
enriches China’s foreign aid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from the policy level.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 it incorporates economic output and inclusiveness dimensions into the
unified measurement framework to build a measure of region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level, effectively
reflecting the actual economic situation of region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an operational
and applicable measurement method and data support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 it studi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China’s aid on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apital productivity, public expenditure
level and resident consumption utility, and examines the long-term and short-term effects of China’s
foreign aid, so as to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and policy inspiration for deepening China’s aid cause
and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benefit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Key words: foreign aid; inclusive development; “Belt and Roa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责任编辑：王　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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